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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７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唯物史
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崭新面
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天的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又
承载着开辟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全面回
顾并深入总结新中国７０年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新时代历史学演变的内
在逻辑和规律，是我们深切理解时代需求，传承、弘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推动
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前提。为此，我们组
织一组笔谈，分别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学、史学理论等
领域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作为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的纪念，

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开辟新境界提供视角与思路。

新中国７０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　戴　逸

世纪之交，我曾经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作过一个回顾。① 弹指之间，２０年倏然已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也已届７０周年。这７０年的历程，如大江东注，势不可当，波涛奔涌，异彩纷呈，

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推进，历史学科，包括中国古代
史研究在内，也厚积薄发，成果宏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总体
看来，这７０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前十七年”曲折探索、“文革”时期萧条沉寂、改革开放之
后重新振兴、新世纪以来收获丰富。在这里，我谨就７０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几点体会。

一、唯物史观引领学术方向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但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还只是
其中一个派别，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 “史观”，如 “民生史观”、“文化史观”等。随着中国
革命的发展，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

·４·
①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致力于科学解释人

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决历史上的重大疑难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满怀对新中国的热

望，真诚地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成效非常显著。特别是在中

国古代史领域，围绕被称为 “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农民

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重要问题的热烈讨论，就是对唯物史观学习和运用的直接

成果。这些成果极大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性的认识，

为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历史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考察奠定了基础。

不过，其中也发生了不少错误，经历了很大的曲折。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正常

的学术研究，很多学术讨论被上纲上线，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特别是在 “文革”时期，历史研

究成为 “重灾区”，一些史学家受到迫害，有的含冤去世，直接导致历史研究的萧条沉寂。发生

这种挫折，除了政治运动的干扰之外，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水

平普遍较低，简单化、公式化、功利化的倾向比较严重。教条主义对当时政治和学术活动都产

生了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历史研究，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深刻的，这也提醒我们要不

断深入地学习唯物史观，永远坚持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指引

下，历史研究恢复正常。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新材料、新成果喷薄而出，发展之迅速、著述之丰

富，仅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这７０年来，有关

中国古代史的期刊学术论文就有１３万篇左右，前３０年共发表三四千篇，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达

３万余篇，新世纪以来，更达９万余篇。① 讨论主题也从原来的 “五朵金花”等拓展到历史的方

方面面，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个空前大发展，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对中

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主要围绕 “五朵金花”，以

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坚持唯物史观不能僵化、教条地理解，更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地套用，中国

历史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

别是新世纪以后，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特性成为学术主潮，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

破土，重点领域实现突破。这些突破大多是对原有重大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如为揭示中国是否

经历奴隶制社会，开启对文明起源的探究；为研究中国有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掘历

史时期市场经济、城市化等近代性的因素；为更全面地理解农民战争，注意从自下而上的角度、

人地关系的视野考察历史，间接推动了社会史、环境史的兴起；等等。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改

革开放后一些新的观念、方法的引入有关，而唯物史观的指导则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些成绩同

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充实与发展。

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时把

握正确方向，看清历史的真面目，围绕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展开思考，避免 “碎片化”的倾向。

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创造性地而不是

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道路。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

又不能故步自封，坚持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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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数据系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文献分类目录 “中国古代史”项检索得出，虽然很不全面，但从
中已可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趋势的概况。



二、新史料发现与史料整理夯实学科基础

史观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就伴随着殷墟甲

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和明清档案这 “四大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飞猛

进，既有赖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也离不开规模空前的史料发现和整理。

一是考古发掘全面展开。时间上，远至距今２００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近至明清，历代

都有重大发现；空间上，从内地到边疆，从陆地到水下，发掘遗址遍布全国；内容上，有遗址，

有器物，有图像，有书籍，几至无所不包。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有效地推动历

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国

古代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使得我国古史真正成为 “信史”。考古发现极大弥补了存世文

献的不足，特别是在史料相对缺乏的领域，考古材料尤其重要，如郭店楚简对先秦思想史、政

治史研究，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新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五一广场东汉简

对秦汉史研究，走马楼吴简对三国史研究，郴州晋简对西晋史研究，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研究，

黑水城出土文书对西夏史、元史研究，辽上京、金上京的发掘对辽金史研究，“南海一号”沉船

遗址考古对宋代贸易史研究等，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墓志碑刻资料的大量出土，则对北朝

史、隋唐史以至辽金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是重要文献不断被发现。这些文献有的来自于考古发掘，如甲骨文、金文、吐鲁番文书、

简帛、碑刻等；有的则是重新发现，或源自公私收藏，或源自域外。如徽州文书，是由民间收

集而来，被称为 “第五大史料发现”，一门新学科 “徽学”随之兴起；明抄本北宋 《天圣令》，

原藏于宁波天一阁，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唐宋制度与社会变迁有了新的认识；巴县档案、南部县

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收藏于地方档案馆或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清代地方社会与地方

治理提供了翔实资料；域外收藏敦煌文献，原藏于英、法、俄、日等国，其中包含大量藏文、

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民族文字史料，史学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系统整理和研究，

使得敦煌学与隋唐史相映成辉。

三是存世史料得到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从国家层面把史料整理放在重要位置。

１９５１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将编印资料作为一项主要任务，之后一大批有关思想史、文学史、

农民战争史、经济史、少数民族史等资料汇编先后推出，为此后历史研究打下史料基础。１９５５
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１０００多万件明清档案得到更为有效的管理和利用，直接推进中国乃至

世界的明清史研究。１９５８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启动二十四史等典籍的点

校工作，用２０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后代学者均受其益。１９８１年，中央下

达 《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

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已达３．６万种左右。①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

投入了巨大力量，仅收集清人文集就达４万余部，其中４０００余部辑为 《清代诗文集汇编》，列入

文献丛刊出版。截至目前，清史工程已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２０种

８８９册、文献丛刊７５种２４５４册，超过２０亿字的规模。资料整理工作不但保证了清史纂修，而

且对全世界的清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７０年间，从国家到单位以及学者个人，都在史料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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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３３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组长柳斌杰的发言，参见 《数量
质量大幅提升　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迈上新台阶》，《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第１版。



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少大型史料丛书如 《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唐代墓志

汇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宋文》、《全元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等，

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这些基础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

究的学术大厦夯筑了深厚的地基。

四是史料数据库不断开发。进入２１世纪以后，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其中数据库开发为学者收集、处理、利用史料提供了极大便利。近２０年来学术论著呈井喷之

势，与此不无关系。传统的基本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地方志、明清档案，新发现的史

料如甲骨金文、墓志碑刻、民间文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已建有专题的史料数据库。与传统

的寻章摘句、手抄笔录相比，数据库开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事史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有规划的史料整理，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史料

的发现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史料不等于史学，更不能代替史学，对史料加以正确辨析

和利用，还需要有宏观理论的指导和采用先进的方法。

三、学科体系渐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不平衡，距现在越近，越相对薄弱，对历史整体面貌

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过７０年的发展，学科体系日趋成熟。目前全国主要文科综合大学基本都

设有相关专业，并且各具特色，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以千计，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薪火相传，

于兹为盛。

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整体，分析历史的发展大势，尤其强调通史的研究与写作。新中

国成立后，先后有尚钺 《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郭沫若 《中国史稿》，范文

澜、蔡美彪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等问世，这些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有关中

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学科成熟的第一个表现。

断代史研究均衡发展是中国古代史学科成熟的第二个表现。一些以前较少受到关注的时段，

如十六国史、五代史、西夏史、辽金史、南明史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清史研究成长尤为迅速。

每个断代都有标志性著作出版，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用５０年时间推出的 “中国断代史系列”颇

为引人瞩目。还有不少以断代史名目出版的大型丛书，“商代史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

“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宋史研究丛书”、“南宋史研究丛书”、“明清史研究丛书”、“清史研

究丛书”等。大部分断代史领域都成立了学术团体。１９８０年中国史学会恢复以后，先秦史学会、

秦汉史研究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宋史研究会、元史研究会、明史学会纷纷成立。

这些学术团体遵循学术规律，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在相关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学科成熟的第三个表现是各专业史的兴起。首先是经济史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唯物史观将

生产力的发展视为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因此 “前十七年”集中讨论的 “五朵金花”，其中 “四

朵”是围绕经济史展开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史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获得了更大

发展。政治史作为传统的优势学科，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中古政治文化演进、中央集权

制度变迁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并从单纯的制度研究，深化到对制度运行的考察。社会史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重新兴起，是为了反思传统研究的不足，促进历史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３０
多年来重要的学术增长点。思想史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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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 《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 《中国哲

学史》等重要著作。改革开放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汉学、

经世实学等方面，创获尤多。此外，文化史、法律史、民族史、军事史、外交史、边疆史、海

疆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水利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使中国古代史研究根深叶

茂，硕果累累。

四、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

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整体的学问，它不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

等学科的联系尤其紧密，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善于 “左顾右盼”，掌握广

博的知识，吸收相关学科的养分。

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之所以成绩显著，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在 《新史学》中就批评传统史学 “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也”，倡导以 “诸学之公理公例”融入到史学研究当中。① 民国时期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

也注重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唯物史观、进化史观的引入，更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

史学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有

过教条化、片面化的惨痛教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学者们在反思以往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也意识到 “史学危机”的存在。为改善研究状况，针对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界

展开了非常热烈、深入的讨论。学者们意识到，要继承传统的治史方法，但更要突破其局限性，

才能满足史学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一时期，史学界开始积极倡导跨学科的

研究理念，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也包括史学与自然科学

的结合，诸如中西历史比较、计量分析、心态史学等新方法不断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

论的讨论曾风靡一时，一批海外史学家的前沿作品被译介到国内。对于这种尝试和革新，虽然

学者认识不一、褒贬各异，但新研究方法的引入的确使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史学界在借鉴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这一时

期，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史学理论与方法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史研究，人

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纷纷介入史学研究之中，并提出了相当新颖的研究议题。中国古代

史研究面临着新的研究方法的刺激，也努力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为我所用，跨学科研究逐渐

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新研究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新材料被不断发掘，旧的结

论被重新解释，新的领域不断涌现，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层出不穷，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诸如环境史、性别史、历史人类学、医疗史、口述史、公共史学、数字人文等新的学科领域纷

纷建立，宏观与微观、通史与专史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历史学内容狭隘、方法陈

旧的缺陷，促进了史学研究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对于海外理论与方法，要注重对其产

生语境的整体把握，要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避免生吞活剥式的引入，作出不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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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实际的判断。同时，更应注重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和解释体系。

五、国家支持推进重点研究

７０年来，国家对历史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经费投入与日俱增，资助方式呈现出多层
次、多途径、多领域的特点，大到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启动，小到学者个人研究兴趣的实现，都
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其一，国家研究基金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比较重要的如１９９１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其中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课题一直占相当大的比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各省和各个学校所设
立的科研课题，数量更是难以估计。这些基金项目为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其中一些相
对冷门领域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重点科研机构建设助力特色学科发展。教育部确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

与中国古代史关系较为密切的就有１０个，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
学清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中山
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在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中，清华大学等高校领衔的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得批准。这些研
究基地和中心的特色学科因为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支持，得以持续发展，更趋繁荣。

其三，国家重要文化工程推进重点领域创新。近年来，比较重要的文化工程有：１９９６年启
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２００４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极大推进了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
索，澄清了中国上古史的若干迷雾，促进了出土文献、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繁荣；国家清史纂
修工程自２００３年启动，先后有近２０００位学者参与，不仅完成了３５００万字的文稿，而且整理了
数以亿计的文献资料，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为推动清史学科在新世纪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其四，国家建设需要引导史学研究趋向。经世致用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呼应时代需求，是
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７０年来，主要史学热点的形成，大都与国家建设的需求相关。如改革开
放以后，在增进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点；边疆和民族问题在全球化时
代越来越重要，中国边疆学迎来发展高潮，对于各民族历史与语言也空前重视，西夏学、契丹
小字、满文等 “绝学”后继有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使环境史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
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海洋史研究趋于繁荣；传统文化的复兴浪
潮，又使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重视的研究课题。正因为此，史学研
究在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２０１９年初，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是中国历史学发
展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推动史学各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宏观文化政策
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史学经世功能更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研究需要发挥个人的长处，写出富有个性的作品，但大型集体项目和文化工程依然是
推动学术进展的重要工具。它有助于学界对重大问题的聚焦，有助于克服研究的 “碎片化”，推
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既出成果，也出人才。只有在满足国家、

社会和时代需要的基础上，史学发展的前景才会越来越广阔。

六、国际交流增进文明对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史研究备受世界各国史学家的关注，是一个拥有广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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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国学者之外，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大批优秀的史

学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研究风格、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交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进

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

近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翻译的大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研究

进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

书”系列等，影响很大。随着年轻一代外语水平的提高、出国攻读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

时代也带来了全球学术信息的便捷传递，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尽管

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促

进了彼此的学术进步。

最近２０年来，随着国家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中国史学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迅速增

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会议尚十分少见有了本质区别。越来越多的

海外研究者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５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册参会学者达２６００多人，来自世界上９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是历史上参会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一次，且多个议题与 “中国”有关，充分展

现了中国史学界国际交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但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今后仍

然需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特别是要从全球史和文明体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古代

史研究，把中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范围内，避免就中国而论中国。同时，应力争将基于中国

历史经验提炼出的一些原创性概念和解释，辐射到对其他文明和地域的历史研究当中，建构中

国史学话语体系，为全球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综上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代又一代

的史学工作者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学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既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对史学研究不断

增强的需求。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要继续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积极创新，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

古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责任编辑：路育松）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

———新中国史学发展７０年的一个侧面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马　敏

新中国历史学已走过了整整７０个年头。７０年来，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取

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并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这一史学理论

体系，既有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又有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其中，根据中国现

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

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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